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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国际化是21世纪全球各大城市发展的首要目标，国际间经贸与文化活动大

都透过各国城市网络来联系，因此各国城市无不希望成为国际经贸网络之重要枢纽；

而国际会议、展览在一个城市举办數量之多寡，攸关该城市国际化曝光之程度，因

此世界各大都市全力争取国际会议或国际展览之举办，俾造就一个会议观光都市。 

会议展览产业（Meetings, Incentives, Conventions, Exhibitions，简称MICE产业）

受到各大城市的重视，主要因为它包含旅馆、餐饮、医疗、文化创意和旅游等服务

产业，商业关连性强且包含项目极广，具乘數经济效益，被视为全球化新兴潜力的

商业类项，各项国际会议与会展产业相继崛起，亚太地区各城市莫不全力于推动会

议展览产业。高雄市结合高高屏整体资源，或利用高雄港口航运特色举办会议展览

等配套措施，均可以提升高雄市的硬件功能，形成高雄都会展产业特色、服务与价

格上的优势。因此，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分析高雄市之会展产业能否基于自身条

件优势，发生空间聚集而发展，又或者能否透过邻近地区的关系促成会展业的发展，

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会展产业、资源基础理论、发展策略 

 

Abstract 
In 21st century, urban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the primary goal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jor cities in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trade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are mostly 

linked through the urban networks of various countries. C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want to 

become an important hub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network. While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events,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s held in a city counts for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a result, the world’s metropolises strive f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to create a city of conference and sightseeing. 

The MICE industry (Meetings, Incentives, Conventions, Exhibitions) is valued by 

major cities, mainly because it includes service industries such as hotels, catering, medical 

care,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tourism. The commercial connectivity for MICE is strong and 

inclusive for a wide range of projects, economic benefits, and is regarded as the emerging 

potential of globalization business category. A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has emerged, the Asia-Pacific cities are fully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Kaohsiung city can combine overall resources, or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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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ipping characteristics of Kaohsiung port to hold MICE with other supporting 

measures, and enhance the hardware function of Kaohsiung to form the city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n service and price. Based on the resource basis, this study analyzes 

whether Kaohsiung exhibition industry can develop space aggregation based on its own 

conditional advantages, or whether it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ICE industry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ighboring regions.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osed 

thereafter. 

 
Keywords: MICE Industry, Resource-based View, Development Strategy 
 

1. 研 究动机 与目的 

台湾系属小型开放经济体（small open economy），由于地理位置佳，具备亚洲

地区交通枢纽的优势，主要经济自然依赖着进出口的国际贸易活动。根据国际货币基

金会（International Money Foundation，IMF）国家贸易依存度的统计中，台湾的贸易

依存度于世界更是名列前茅，可见贸易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举足轻重。一个高度贸易依

存的国家必然存在汇率风险，国内总体经济环境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变數的影响，汇率

更在其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故透析汇率波动与贸易关系之研究格外显得重要。 

1974年前，大多數国家的汇兑制度系固定汇率制度，免除了汇率波动不确定性，

也促成了该时期的贸易蓬勃发展。直到1974年，Bretton Woods System瓦解，汇率交

由市场机制来决定之后，使得汇率波动的情形明显增加，进出口贸易商开始需要为汇

率的波动变化来承担风险，至此汇率波动与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性开始成为炙手可热

的议题。很多文献探讨汇率风险与出口贸易的关系，但不论在理论或实证上都没有一

致的结论。无论是国内或是国外有关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的研究，研究的目标不论是

已开发国家或是开发中国家，选择的产业大多是工业产品或是制造业，较少是农业贸

易或是农产品。农业生产受制于季节性因素与储存时间，供给上较无生产弹性，需求

量受价格波动影响大，且台湾在经贸自由化的过程中，农业一向是受到冲击影响较 

大的产业。 

 

2. 模型设立 

2.1 数据源 

本文以台湾主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美国及日本为研究对象，探讨汇率波动对双

边农产品贸易量的影响。进、出口模型的数据选取期间为2000年01月至2014年12月之

月资料，共有180笔资料。主要模型变數包含：台湾与日本的农产品出口贸易量，台

湾与美国的农产品进口贸易量，并将农产品细分为农耕产品（Crop Products）、畜产

品（Livestock Products）、水产品（Fishery Products）以及林产品（Forest Products）

等四大项；台湾、日本的工业生产指數；台湾兑美元及日圆的名目汇率；台湾及日本

的趸售物价指數、美国的生产者物价指數。本研究系以EView8.0版本进行资料之研究

分析，所有变數之数据源整理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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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數之定义与数据源 

变數 定义 数据源 

EX 台湾输往日本的农产品出口量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IM 台湾从美国输入的农产品进口量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IND 台湾工业生产指數 台湾经济新报数据库 

INDJP 日本工业生产指數 台湾经济新报数据库 

ER 名目汇率(新台币/f国货币) 台湾经济新报数据库 

WPI 台湾趸售物价指數 台湾经济新报数据库 

WPIJP 日本趸售物价指數 台湾经济新报数据库 

PPI 美国生产者物价指數 台湾经济新报数据库 

 

 

 

2.2 模型设立 

2.2.1 出口模型设定 

传统文献上在探讨汇率波动与出口量之间的关系时，多考虑以下的出口函數： 

𝑬𝑿𝒕 = 𝒇(𝒚𝒕
∗, 𝒆𝒕, 𝑽𝒕) 

其中 EXt为 t期时某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出口量，𝑦𝑡
∗代表进口国在 t期的所得水

凖，et代表 t期的实质汇率，Vt 则是 t期的汇率波动。上述三个因子中，所得效果预

期为正，因为在进口品为正常财的一般假设下，进口国的国民所得愈高，人民会增加

消费，因而增加进口；实质汇率效果预期亦为正，因为以台币兑美元为例，当 et上升

时表示台币贬值，对出口商有利，台湾的出口因而增加；至于汇率波动效果则依不同

理论可能为正，可能为负。根据前式，一般文献上所设定的出口方程式为： 

𝑬𝑿𝒕 = 𝜶𝟎 + 𝜶𝟏𝒚𝒕
∗ + 𝜶𝟐𝒆𝒕 + 𝜶𝟑𝑽𝒕 + 𝜺𝒕 

且预期𝛼1 > 0，𝛼2 > 0，𝛼3则大于 0或小于 0都有可能。𝛼1 > 0是因为当进口品为正

常财时，国外所得增加，人民会增加消费，故进口品的消费亦会增加；𝛼2 > 0的理由

则是实质汇率上升，即表示外国相对物价上涨，或是本国相对物价下跌，则将有利于

本国产品的出口；𝛼3根据 Hooper and Kohlhagen（1978）的研究指出，当汇率波动增

加，将导致风险趋避出口商（risk-averse traders）的成本上升，因而减少贸易量。这

是因为汇率是在贸易契约签订时订定，但却是在未来交割时支付，这种利润不确定性

的产生将降低国际贸易的利益。但是，根据 DeGrauwe（1988）的研究却认为，汇率

不确定性对出口的影响效果，取决于风险的趋避程度，如果出口商为风险趋避者，面

对汇率风险，出口商会试图提高出口收入的预期边际效用，因而促使厂商增加出口

量，故汇率波动对于贸易量的影响究竟是正或是负，至今仍无一定论。以下详述各个

变數的设定与计算方式： 

 

1. 出口量𝐸𝑋𝑡 

出口量（𝐸𝑋𝑡）=ln（台湾对日本农产品出口量） 

数据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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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汇率波动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时，被解释变數有两种选择：一为出口量，二

为出口值。本文参考Zhang et al., （2006）、Sukar and Hassan（2001）的作法，选择

出口量，因为其考虑了价格波动对出口的实质影响。由于农业贸易统计本身即包括了

出口量的资料，故直接取自然对數后得出口量EX。 

 

2. 工业生产指數𝑦𝑡
∗ 

进口国的景气变化为影响贸易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理论上预期会有正效果，亦

即进口国国内经济繁荣会使出口国增加出口；而景气衰退时，进口国人民购买力下

降、进口减少，将使得出口国减少出口。另外，由于代表一国景气指标的 GDP（国

内生产毛额）为季资料，为维持与进出口数据频率的一致性，本文选用工业生产指數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ex）作为所得的替代变數。同样也对工业生产指數取自然对

數得𝑦𝑡
∗。 

外国所得（𝒚𝒕
∗）=ln（日本工业生产指數 INDJP） 

3. 实质汇率𝑒𝑡 

文献上在探讨此议题时所使用的汇率形态不尽相同，例如 Gotur（1985）、Kroner 

and Lastrapes（1993）等人使用的是名目汇率，Pozo（1992）、Chowdhury（1993）等

人使用的则是实质汇率。而本文考虑到影响贸易的因素除了名目汇率之外，应该还存

在价格因素，故选用实质汇率，并于最后取自然对數。该变數的定义与计算方式如下： 

实质汇率（𝒆𝒕）= ln（名目汇率日本趸售物价指數 WPIJP/台湾趸售物价指數 WPI） 

 

2.2.2 进口模型设定 

本文进口模型的设定，解释变數大抵与出口模型相同，包含了本国所得水平、实

质汇率、汇率波动三个解释因素。关于进口模型的设定如下： 

𝑰𝑴𝒕 = 𝜷𝟎 + 𝜷𝟏𝒚𝒕 + 𝜷𝟐𝒆𝒕 + 𝜷𝟑𝑽𝒕 + 𝜺𝒕 

其中𝐼𝑀𝑡为本国进口量，𝑦𝑡为本国所得，𝑒𝑡为实质汇率，𝑉𝑡为实质汇率波动。上述的三

个解释变數预期结果为： 𝛽1 > 0，𝛽2 < 0，𝛽3正负值不一定。其中𝛽2 < 0的理由系实

质汇率上升，表示外国相对物价会上涨，或是本国相对物价会下跌，将会减少进口品

的需求。进口模型各变數的设定与计算方式详述如下： 

 

1. 进口量𝐼𝑀𝑡 

基于文献上对于被解释变數有两种选择：进口量或进口金额，本文仍然决定采用

进口量作为研究，因此依据统计资料取自然对數，作为进口量的數值。 

进口量（𝑰𝑴𝒕）=ln（台湾对美国农产品进口量） 

2. 本国所得𝑦𝑡 

为取得数据频率的一致性，在此同样使用本国的工业生产指數代替国内生产毛额，

以作为衡量本国的所得水平，并取自然对數： 

本国所得（𝒚𝒕）=ln（本国工业生产指數 IND） 

3. 实质汇率𝑒𝑡 

有鉴于实质汇率上升，代表本国相对物价下跌或是国外相对物价上涨，因而将不

利于进口品的输入，故𝛽2的理论预测为负号。有关实质汇率的计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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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汇率（𝒆𝒕）= ln（名目汇率美国生产者物价指數 PPI/台湾趸售物价指數 WPI）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本叙述统计量分析 

在进行估计前，本研究先观察十几年来台湾主要农产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变动情

形。从图 1 可观察到，2013 年起中国大陆已超越日本，跻身我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

市场，但日本长期以来都是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的第一位，因此，本研究农产品出口

国以日本为分析对象；在进口国方面，由图 2可看出，美国一直是我国仰赖的最大进

口市场，本研究对进口的分析则选择以美国为分析对象。 

 

 

 

 

 

 

 

 

 

 

 

 

 

 

 

 

 

 

 

 

 

 

 

 

 

 

 

 

 

 

 

 

 

 

 

 

 

 

图 1. 对主要国家农产品出口比重 

数据源：农委会，本研究整理绘制 

图 2. 对主要国家农产品进口比重 

数据源：农委会，本研究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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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至图 6 则分别显示本研究期间，台湾农产品分类项目(农耕产品、畜产品、

水产品、林产品)对日本出口之变动趋势。 

 

 

 

 

 

 

 

 

 

 

 

 

 

 

 

 

 

 

 

 

 

 

 

 

 

图 3. 台湾农耕产品对日本出口趋势图 

数据源：农委会，本研究整理绘制 

图 4. 台湾畜产产品对日本出口趋势图 

数据源：农委会，本研究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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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台湾水产品对日本出口趋势图 

数据源：农委会，本研究整理绘制 

图 6. 台湾林产品对日本出口趋势图 

数据源：农委会，本研究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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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至图 6 可以观察到农业产品中不同品项产品对日本的出口量，所受到季节

性因素的影响不尽相同，林产品近年的出口量亦有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本研究以表 

2列出出口模型中各变數数据的叙述统计量。 

 

表 2. 出口模型变量叙述统计 

 

 

 

 

 

 

 

 

 

 

 

 

 

 

 

 

 

 

 

 

 

 

 

 

偏态与峰态系數用以判断数据的型态，常态数据的偏态为零、峰度为 3。本研究

出口模型变量基本叙述统计显示，偏态系數若小于零，有左偏的倾向；偏态系數若大

于零，有右偏倾向。峰态系數小于 3者，有新台币兑日圆实质汇率与畜产品出口，有

些微低阔峰的倾向；峰态系數大于 3 者，出口日本的水产品及林产品峰态系數分别

高达 6.29 及 7.63，为高狭峰型态，日本工业生产指數及农耕产品的峰态系數分别为

3.58 及 4.02，有些微高狭峰的倾向。又 Jarque-Bera 机率表示 Jarque-Bera 的检定量，

对日本农耕产品、水产品、林产品出口量三变數拒绝虚无假设(H0：符合常态)，属于

非常态分配。 

至于对美国农业产品的进口趋势，由图 7 至图 10 则分别显示本研究期间，台湾

农产品分类项目(农耕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自美国进口之变动趋势。 

 

 

 

 

 

数据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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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台湾农耕产品自美国进口趋势图 

图 8. 台湾水产品自美国进口趋势图 

数据源：农委会，本研究整理绘制 

数据源：农委会，本研究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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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台湾林产品自美国进口趋势图 

图 10. 台湾农业产品自美国进口趋势图 

数据源：农委会，本研究整理绘制 

数据源：农委会，本研究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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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7 至图 10 可以观察到农业产品自美国进口的趋势与台湾产品出口至日本的

趋势，无论在季节性因素或是在长短期变动的观察项目，均有明显不同。本研究以表

3列出进口模型中个变數数据的叙述统计量。 

 

表 3. 进口模型变量叙述统计 

 

 

 

 

 

 

 

 

 

 

 

 

 

 

 

 

 

 

 

 

 

 

 

 

与前述分析相同，由变數的基本叙述统计显示，亦有偏态系數小于零的左偏倾向

与偏态系數大于零的右偏倾向；峰态系數小于 3者，有新台币兑美元实质汇率、台湾

工业生产指數、自美国进口农耕产品与自美国进口畜产品，有些微低阔峰的倾向；峰

态系數大于 3 者，则包括自美国进口水产品与自美国进口林产品，其中自美国进口

林产品峰态系數分别高达 16.97，为高狭峰型态。又 Jarque-Bera机率表示 Jarque-Bera

的检定量，模型中的变數包括台湾工业生产指數、自美国进口水产品与自美国进口林

产品对三变數拒绝虚无假设(H0：符合常态)，属于非常态分配。 

 

3.2 出口模型实证结果与分析 

3.2.1 出口汇率波动的估计 

本文的汇率波动估计采用 Bollerslev et al. (1992)提出的 GARCH 模型，在 GARCH

模型中，p 和 q 有多种不同的组合。根据 Bollerslev et al. (1992)的研究指出，当 p= 

q=1时已经足够解释大部分的财务和经济时间序列；此外，Choudhry (2005)以对數概

似函數(log-likelihood function)及最大概似比率检定(Likelihood ratio test)为基础，结果

数据源：本研究整理 



40 
 

显示 p= q=1为最适的组合。故本文于此直接沿用 Choudhry (2005)的作法，直接采用

GARCH(1,1)模型来估计汇率波动。条件平均數及条件变異數方程式设定如下： 

𝒚𝒕 = 𝜼 + 𝜺𝒕 

𝜺𝒕~𝑵(𝟎, 𝒉𝒕) 

𝒉𝒕 = 𝜶𝟎 + 𝜶𝟏𝜺𝒕−𝟏
𝟐 + 𝜷𝟏𝒉𝒕−𝟏 

其中𝑦𝑡是实质汇率取自然对數后的一阶差分(first difference)，ℎ𝑡则是误差项𝜀𝑡的条件

变異數。此外，参數𝛼0 > 0、𝛼1 > 0、𝛽1 > 0以确保条件变異數ℎ𝑡为正值。以下为新

台币兑日圆实质汇率的 GARCH(1,1)模型参數估计结果： 

𝒚𝒕 = −𝟎. 𝟎𝟎𝟑𝟓𝟑∗∗ + 𝜺𝒕       𝒉𝒕 = 𝟎. 𝟎𝟎𝟎𝟐𝟎𝟔∗ + 𝟎. 𝟐𝟖𝟏𝟗∗∗∗𝜺𝒕−𝟏
𝟐 + 𝟎. 𝟒𝟑𝟓𝟖∗∗𝒉𝒕−𝟏 

       (−𝟐. 𝟎𝟏𝟏𝟗)              (𝟏. 𝟕𝟔𝟏𝟖)      (𝟑. 𝟎𝟑𝟎𝟖)      (𝟐. 𝟐𝟖𝟓𝟖)     

𝐋 = 𝟒𝟎𝟑. 𝟏𝟑𝟐𝟑        𝜶𝟏 + 𝜷𝟏 = 𝟎. 𝟕𝟏𝟕𝟔 

注 1：***、**、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之显著水平下显著。 

注 2：(·)内的值为 z 值。 

注 3：L 为对數概似函數值。 

 

由以上结果可观察到 α0、α1、β1都大于零，此结果可以确保条件变異數为正數。

前期误差项平方(𝜀𝑡−1
2 )所衡量的是自身波动的外溢效果(own-volatility spillovers)，也就

是前一期的冲击对于当期汇率波动程度(ht)的影响。而 α1 的值为 0.2819 且显著異于

零，则隐含汇率数据存在波动的群聚现象。前期的变異數(ht-1)所衡量的是自身波动的

持续程度(own-volatility persistence)，为影响当期汇率波动性之变異數(ht)的最大来源，

其系數值为 0.4358。此外，根据 Engle and Bollerslev (1986)，当 α1+β1的值越接近 1，

意味着波动冲击的持续性越强，波动衰退速度越慢。本文估计结果α1+β1等于0.7176。 

 

3.2.2 出口需求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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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进口模型实证结果与分析 

3.3.1 汇率波动的估计 

以下为新台币兑美元实质汇率的 GARCH(1,1)模型参數估计结果： 

𝒚𝒕 = 𝟎. 𝟎𝟎𝟏𝟏𝟎𝟏 + 𝜺𝒕       𝒉𝒕 = 𝟎. 𝟎𝟎𝟎𝟎𝟐𝟓𝟔 + 𝟎. 𝟎𝟖𝟔𝟖𝟓∗𝜺𝒕−𝟏
𝟐 + 𝟎. 𝟕𝟖𝟕𝟖𝟏𝟔∗∗∗𝒉𝒕−𝟏 

 (𝟎. 𝟗𝟔𝟖𝟓𝟒𝟕)             (𝟏. 𝟒𝟎𝟎𝟔𝟖𝟏)   (𝟏. 𝟕𝟏𝟑𝟕𝟒𝟕)    (𝟔. 𝟓𝟑𝟓𝟏𝟕𝟐) 

𝐋 = 𝟓𝟏𝟐. 𝟏𝟑𝟒𝟔        𝜶𝟏 + 𝜷𝟏 = 𝟎. 𝟖𝟕𝟒𝟔𝟔𝟔 

注 1：***、**、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之显著水平下显著。 

注 2：(·)内的值为 z 值。 

注 3：L 为对數概似函數值。 

 

由以上结果可观察到 α0、α1、β1都大于零，此结果与出口波动的分析结果类似，

均确保条件变異數为正數。前期误差项平方(𝜀𝑡−1
2  )所衡量的是自身波动的外溢效果

(own-volatility spillovers)，也就是前一期的冲击对于当期汇率波动程度(ht)的影响。而

α1的值为 0.08685 且显著異于零，则隐含汇率数据存在波动的群聚现象。前期的变異

數(ht-1)所衡量的是自身波动的持续程度(own-volatility persistence)，为影响当期汇率

波动性之变異數(ht)的最大来源，其系數值为 0.787816。再根据 Engle and Bollerslev 

(1986)，当 α1+β1的值越接近 1，意味着波动冲击的持续性越强，波动衰退速度越慢。

本文估计结果 α1+β1等于 0.874666。 

 

3.3.2 进口需求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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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由本文实证分析可得主要结论如下： 

1. 就汇率波动度对农业出口而言，除畜产品外，无论是农耕产品、水产品、林产品

与整体农业产品，均呈现负向效果；而就汇率波动度对农业进口而言，则是除了

农耕产品外，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与整体农业产品，亦呈现负向效果，大致

支持传统国贸理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是负向的看法。 

2. 实质汇率对贸易的影响上，在对日本出口的验证上均是正向，在自美国进口的验

证上，除水产品外均是负向的，亦說明了当新台币对日元贬值时，有利农产品的

出口，新台币对美元升值时，自美国进口的數量随之增加。 

3. 由本研究的分析，虽然大抵符合传统贸易理论有关汇率波动对贸易负向影响的

判断，然在进口与出口产品上，亦各有例外，可见不同产品的消费习性、储运方

式、供给弹性等因素，也会影响汇率波动的替代与所得效果。 

4. 就本研究的实证结果看来，模型的解释能力并不尽理想，未来的研究，可对从事

农产贸易的业者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实务上尚须考虑或不列入考虑的因素，选取

合宜的解释变數外，亦可进一步探讨是否不同农产品应有的适当落后期數，以提

高模型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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